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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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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85 个团队的团队领导和 475 名团队成员的配对数据, 考察了团队情绪氛围、情绪劳动及团队

效能感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团队中有两种类型的情绪交换—— 团队情绪氛围是团队内

部的情绪交换, 而情绪劳动是团队成员对外的情绪交换。高强度的情绪劳动(高外部情绪交换)具有情绪资源

攫取的效果 , 削弱了团队积极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当团队工作的情绪劳动程度较高时 , 
团队较低的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反而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团队内部的积极情绪交

换)对于团队效能感有促进作用。团队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以团队效能感为完全中介进而影响团

队创新绩效。 
关键词  团队情绪氛围; 情绪劳动; 团队效能感; 团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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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科技进步和创新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决定性力量, 由于强调协作和分工的团队运作

对于提高创新成果具有重要作用, 组织中大量使用

工作团队工作的形式, 因而如何提高团队创新绩效

成为最近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薛继东 , 
李海, 2009)。如今创造力研究从关注个体到关注团

体的转变, 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也是出于创造学

领域寻找突破口的内在需要(孙雍君, 2003)。而影响

团队层面的创新的影响因素与个体层面有所不同

(Amabile, 1996; 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以

往的研究多从团队成员个体特质(如：个体知识、

动机)、团队构成(如：团队成员异质性)、团队特征

(如：团队规范、团队凝聚力)、团队过程(如：团队

合作)和组织环境(如：组织支持) (Woodman, Sawyer, 
& Griffin, 1993)等方面来考虑如何促进创新绩效, 
较少关注情绪在创新中的作用。情绪作为人们基本

的心理过程之一, 是心理活动的组织力量, 影响着

人们的决策和行为(孟昭兰, 2005)。由于人的情绪状

态可能导致创新过程与结果的差异, 所以亟待从情

绪的角度开展对团队创新影响的研究 (George & 
Zhou, 2002)。 

国外组织中情绪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得到蓬勃

发展, 被称为是在组织行为学界的一场“情感风暴” 
(Barsade, Brief, & Spataro, 2003), 但国内对此的研

究还相对比较滞后, 尤其是对于团队层面的情绪研

究。Elfenbein 和 Shirako (2006)认为情绪对于团队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由于许多人类的情绪都是

产生于人际交往之中(Kemper, 1978), 情绪对团队

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 特别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团队

行为与团队状态的内在机制具有价值 (Druskat & 
Wolff, 2001), 因而有必要将情绪与团队的研究结

合起来。在此号召之下, 群体层面上情绪的过程和

结果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Barsade, 2002), 团队

情绪氛围(team emotional climate)正成为理解团队

有效性过程的新兴视角(Liu, Sun, & Härtel, 2008; 
Pirola-Merlo, Härtel, Mann, & Hirst, 2002)。团队情

绪氛围是指团队成员对团队情绪以及团队中情绪

交换的共享感知, 这一共享的感知能代表团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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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并对团队和团队成员具有重要的影响(Liu et al., 
2008)。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如何提高团

队创新绩效(薛继东 , 李海 , 2009; 张钢 , 倪旭东 , 
2007), 但国内还未有研究从团队情绪氛围的角度

考察对团队创新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

层面上探索创造力, 以及探讨个体的情绪与个体创

造 力 之 间 的 关 系 (Gasper, 2003; George & Zhou, 
2002; Grawitch, Munz, & Kramer, 2003)。因而将团

队情绪与创造学相结合, 从团队情绪角度研究团队

创新是一个新的视角(James, Brodersen, & Eisenberg, 
2004), 有助于从有别于个体创造学的视角来认识

团队创新(汤超颖, 李贵杰, 徐联仓, 2008)。 
团队情绪氛围能促进团队创新吗？如果能, 那

么团队情绪氛围又将如何影响团队创新？龚增良、

汤超颖(2009)呼吁应该结合团队情绪与团队情境来

进行对团队创新的研究, 并且建议探索团队情绪影

响团队创新的中介机制。在如今西方探讨团队的情

绪方面对团队影响的研究中(George, 1990; Pirola- 
Merlo et al., 2002), 情绪劳动的作用机理并未受到

重视。情绪劳动是指按照职业要求和组织所期望的

方式调节和表达情绪(Hochschild, 1979)。情绪劳动

的定义暗含情绪劳动是员工与他人(例如顾客、客

户)之间的一种情绪交换, 需要员工进行情绪调节

来成功地扮演他们的工作角色。与此同时, 团队效

能 感 (team efficacy)是 团 队 中 非 常 强 的 动 力 要 素

(Gibson & Earley, 2007), 具有较高团队效能感的团

队运作更有效(Campion, Papper, & Medsker, 1996), 
这意味着组织能够通过提高团队效能感进而促进

团队创新绩效, 然而, 相应的实证探索仍相当欠缺

(Lester, Meglino, & Korsgaard, 2002)。 
本研究的目的正是希望针对以上现实问题和

以往研究空白, 考察团队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绩

效的影响机制, 具体将考察情绪劳动在团队情绪氛

围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以及团

队效能感在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过

程中的中介作用, 并推进现有对团队成员之间情绪

交换的理解和认识。一方面, 这是与西方前沿关于

工作场所中的情绪研究接轨的过程, 另一方面, 也

能为我国团队创新管理实践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  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2.1  团队情绪氛围、情绪劳动与团队创新 
根据 Weiss 和 Cropanzano (1996)的情感事件理

论 , 工 作 中 的 情 绪 由 特 指 的 工 作 事 件 (specific 

events)决定 , 员工对所发生的事件产生情绪反应 , 
进而, 这些反应又影响他们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

与个体一样, 团队也会通过共同的经历或事件发展

出共享的态度、行为模式和情绪反应, 并进而影响

团队成员的行为和绩效。团队成员的共同经历以及

曾共同经历的某些事件, 使团队成员产生了对团队

情绪以及团队中情绪交换的共享感知, 这种感知能

代表团队的特征, 并对团队和团队成员具有重要的

影响(Liu et al., 2008), 这就是团队情绪氛围。比如

一个研发团队开发出一种新的产品, 可以带来积极

的团队情绪氛围, 或者一个运动团队比赛失败, 会

使团队产生消极情绪氛围。 
根据 Cohen 和 Bailey (1997)的团队有效性启发

模型, 团队情绪氛围作为群体的心理特征必然会影

响团队有效性。例如屈仁均(2007)研究显示团队情

绪氛围通过影响个体感受或执行情绪劳动来进而

影响团队的有效性。团队情绪氛围一方面会影响个

体情绪和动机, 从而作用于个体创造力; 另一方面

通过影响团队互动行为, 对团队中个体和整体的创

造 力 发 挥 影 响 作 用 ( 龚 增 良 , 汤 超 颖 , 2009) 。

Fredrickson 和 Joiner (2002)的扩展和开拓性互动理

论认为积极情绪会扩大个体的认知与行动的指令

系统, 积极情绪的体验促进个体放弃那些需要时间

来检验的行为方案, 而去追求那些新颖的、创造性

的思想与行动的路径; 积极情绪扩大了个体的注意

范围(增加了可用于联结的认知因素的数量)及认知

的范围(增加了那些相关问题因素的广度)。Clore, 
Schwarz 和 Conway (1994)认为积极情绪能导致某

种激发创造性的认知性变化, 比如, 能产生更多用

于加工的认知性原料, 在联想阶段产生更多可用的

认知因素的数量; 导致注意力的变化, 导致注意分

散和更复杂的认知情境, 增加那些解决问题因素的

广度; 促进认知的适应性, 并促进不同的认知因素

之间相互联结的可能性。在团队层面上, Grawitch
等(2003)发现团队成员的心境会影响团队创造力 , 
具有积极心境的团队在团队解决创造性问题的任

务方面, 表现出更好的创造力与效能。Rhee (2007)
研究也表明, 当团队情绪氛围积极时, 积极情绪分

享 会 使 团 队 内 部 出 现 更 多 的 扩 展 和 开 拓 性 互 动

(broadening-and-building interactions), 此类互动会

影响团队创造力、成员对团队的满意度和成员的学

习, 团队整体处在积极的情绪中, 有利于团队成员

的认知拓展和自发性提高, 更愿意在他人想法上进

一步提出新想法, 把任务往前推进, 促进团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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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尽管以往研究显示团队情绪氛围能促进团队

创新绩效, 但是很难笼统地认为这种影响对于所有

任务类型的团队的影响是相同的。研究发现任务特

征对团队工作过程和团队产出之间的关系有着重

要的调节作用(Fu et al., 2002)。情绪劳动这一概念

常被用来区分需要员工管理情绪以达成绩效的工

作的任务特征之一, 情绪劳动是指按照职业要求和

组 织 所 期 望 的 方 式 调 节 和 表 达 情 绪 (Hochschild, 
1979)。如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一样, 情绪劳动是

工作内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属于工作职责范畴

内 。 而 不 同 的 工 作 需 要 不 同 程 度 的 情 绪 劳 动 。

Hochschild (1983)识别了 44 种具有高强度情绪劳动

的工作类型, 总的来说, 与人接触较频繁的工作所

需情绪劳动程度比较高。团队是一个人际交流的场

所, 团队任务的完成需要团队成员彼此交流和协作, 
同时可能还需要服务于外部客户(例如顾客、项目

甲方等), 因而情绪劳动对于团队成员来说是不可

避免的。在本研究中, 我们用情绪劳动代表团队成

员在工作中需要对外部客户管理情绪以达成积极

工作成果的程度 1。情绪劳动和团队情绪氛围作为

团队的特征, 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情绪交换。团队

情绪氛围是向内的团队成员之间的情绪交换; 而情

绪劳动则是向外的, 与顾客和客户等团队外人员之

间的情绪交换。包含低强度情绪劳动的工作团队中

的团队成员, 进行团队向外的情绪交换较少, 因而

团队内部的情绪交换—— 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

新绩效的影响效果更强; 而包含高强度情绪劳动的

工作团队中的团队成员主要进行向外的情绪交换, 
这时团队内部的情绪交换—— 团队情绪氛围对于

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较小。由于团队情绪氛围

主要是团队内部情绪交换的质量, 我们可以预期积

极的团队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低

强度的情绪劳动的工作情境中最强, 这个时候团队

内部的情绪交换占主要地位。换句话说, 团队积极

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会被团队工

作中所需要的情绪劳动水平所削弱。在此基础上, 
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1：团队情绪劳动调节团队积极情绪氛围

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情绪劳动越低, 团队

积极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越强。 

2.2  团队效能感 
Rhee (2007)的研究认为, 团队情绪可能通过一

些团队互动过程的中介作用对团队创新产生影响。

例如, 团队的积极情绪会促进一些互动过程(基于

他人想法上继续推进、鼓舞士气、支持他人的意见), 
进而提高团队创新。也就是说情绪活动在团队层面

上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很可能是通过对团队

中的社会心理环境发生作用而实现的, 情绪影响团

队创新绩效的中介机制很可能是团队成员的某种

共同的社会心理因素。这种共同的心理因素必然是

与团队创新绩效联系十分紧密的。而在社会认知理

论中, 对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变量就是效能信

念(efficacy belief), 也被称为效能感。  
团队效能感是团队对于他们共同有能力完成

任务的一种信念(Bandura, 1997)。自我效能感与团

队效能感是平行的概念, 尽管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

(Lester et al., 2002), 它们都属于个体或群体所拥有

的一种内在的信念。社会认知理论认为, 效能感在

人类行为动因的各种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 具有普

遍的意义。团队只有相信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产生

所期待的效果, 才能产生有效的结果, 因此团队效

能感是团队有效行为的重要基础(Bandura, 1997)。
根据 Bandura (1997)和 Whyte (1998), 团队效能感

与自我效能感一样, 都可能发展自相似的来源：过

去的成功经验、替代榜样、口头说服和情绪唤醒。

由于团队情绪氛围是团队中的情绪刺激, 因而团队

情绪氛围可能会影响团队效能感。根据 Fredrickson
和 Joiner (2002)的扩展和开拓性互动理论以及 Rhee 
(2007)团队中的扩展和开拓性互动理论, 积极的团

队情绪氛围可以作为团队效能感的一种来源, 它能

促进建立团队成员的想法(认知扩展)和社会资源 , 
因而会提升团队中的沟通和士气建设, 团队成员会

对他们的团队能力更加自信。同时通过团队中的扩

展和开拓性互动 , 也会促进团队成员的沟通与合

作。而 Lester 等(2002)的研究表明, 群体中的沟通

与合作行为与团队效能感之间具有正向的关系。 
更进一步地, 我们认为团队内外部情绪交换对

于团队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是透过提升团队效能

感为中间媒介的。首先, 包含高强度情绪劳动的工

作团队中, 以进行团队外部的情绪交换为主, 外部

情绪交换相对于内部情绪交换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1 尽管情绪劳动也可能产生于团队内部成员之间互动交流时(Tschan, Rochat, & Zapf, 2005), 但是本研究对于团队成员内部情绪交换

的质量用团队情绪氛围来表示, 因而团队成员对内的情绪劳动不在本研究考察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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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利于实现积极团队情绪氛围对于团队效能

感的提升。相反, 在低强度的情绪劳动之工作情景

中, 由于减少了外部情绪耗竭的可能性, 内部积极

情绪氛围对于团队效能感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强。另

一方面, Bandura (1986)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团队

效能感会影响人们在团队中做什么, 他们在团队中

投入多大的努力, 以及当团队努力失败时他们的持

久力(p.449)。因而, “团队效能感越高, 团队绩效越好” 
(Bandura, 1997, p. 470)。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表明, 团

队效能感与团队有效性之间具有正向的关系(Lester 
et al., 2002; Gibson, 1999)。我们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2：团队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将

会通过团队效能感为中介, 进而影响团队创新绩效。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研究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来自于 15 个不同组织的 85 个团队 475 名团队

成员参与了调查。在取样之前, 首先设定了团队样

本取样条件如下：(1)每个团队规模在 5-16 人之间, 
因为如果人数太多容易形成子团队, 团队范围明确, 
能明确区分出团队内和团队外的人员; (2)团队成员

共同工作 6 个月以上, 新加入的团队成员数据不统

计, 这样以使团队成员在共同的团队经历下形成团

队情绪氛围; (3)团队成员在工作中交往密切, 大约

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需要与团队中其他成员打交

道; (4)有一个明确的团队领导者, 团队内不存在层

级划分, 也就是说所有的团队成员都是直接报告给

团队领导者的; (5)处于同一地理空间, 不涉及虚拟

团队和远程沟通团队。  
问卷调查采用现场填写, 在每个团队中由一名

“负责人”协助收集的方式。我们对于每个团队的

“负责人”进行了简单的培训, 他们主要帮忙在团队

内部发放问卷, 并负责记录收发信息。为了减少可

能由同源数据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我们基于

不同的调研对象来获得不同变量的数据。其中涉及

团队情绪氛围的问卷, 由团队成员填答; 团队领导

报告情绪劳动、团队效能感、团队创新绩效、团队

发展阶段等其他变量。研究共回收团队成员问卷

475 份, 团队领导问卷 85 份, 共 560 份, 剔除回答

不完整、不认真(如所有答案全选某一数值)等无效

问卷后, 保留团队成员有效问卷 450 份, 团队领导

有效问卷 85 份。问卷总有效率为 95.54%。 
这 85 个团队中, 成员反馈平均数是 5.29 (SD= 

2.46), 最少的有 3 名成员有效反馈, 最多的有 16 名

成员有效反馈。团队领导者中女性为 21.92%, 男性

为 78.08%; 平均年龄为 39.79 岁; 高中及以下学历

者占 8.57%, 大专学历者占 31.43%, 本科学历者占

51.4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 8.57%。从团

队所在的组织情况来看, 民营企业占 11.76%, 国有

企业占 45.88%, 机关/事业单位占 42.35%。从团队

类型来看, 营销团队占 9.41%, 研发团队占 2.35%, 
管理团队占 41.18%, 服务团队占 18.82%, 生产团

队占 28.24%。从团队所处发展阶段来看, 处于形成

期的团队占 2.35%, 处于震荡期的团队占 4.71%, 
处于规范期的团队占 30.59%, 处于稳定期的团队

占 62.35%。 
3.2  变量测量 

团队情绪氛围。采用了 Liu 等人(2008)开发的

团队情绪氛围的测量工具, 由团队成员报告。该量

表共包含 8 个题项, 本研究中采纳了其中 3 个直接

与情绪相关的题项, 分值越高表示团队情绪氛围越

积极。题目包括：“在团队中, 团队成员都乐观和自

信”; “团队中大家都朝气蓬勃”; “在团队中工作, 我

们觉得充满希望”。本研究中, 该精简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系数为 0.71。由于团队情绪氛围是由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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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多个团队成员进行评价, 我们通过计算 rwg、F
统计量、ICC (1)、ICC (2)来判断数据是否可汇聚到

团队层面。我们首先计算了变量的内部一致性 rwg, 
结果显示团队情绪氛围的平均 rwg 系数为 0.78, 超

过了 0.70 的临界标准(James, Demaree, & Wolf, 
1993), 表明能够满足团队内部一致性的要求。接下

来通过方差分析考察组间差异以及 ICC (Intra-class 
Correlation)指标, 包括 ICC (1)和 ICC (2)。Hays 
(1981)认为团队之间存在差异的证据是, 方差分析

中的 F 统计量大于 1。本研究中团队情绪氛围的方

差分析得到的 F 统计量为 3.54, 大于 1, 并且在(p< 
0.001)水平上显著。ICC (1)为 0.30, ICC (2)为 0.71, 
满足 James (1982)给出的经验标准(ICC (1) > 0.05
和 ICC (2) > 0.50)。因而, 以上结果表明可将个体

水平的团队情绪氛围数据汇聚到团队水平进行统

计分析。我们在接下来的数据分析中将使用汇聚后

的数据。 
团队创新绩效。由于团队创新绩效很难用客观

的财务指标来衡量 , Barrick, Stewart, Neubert 和

Mount (1998)建议用主观判断来衡量。本研究的团

队 创 新 绩 效 的 测 量 由 团 队 领 导 报 告 , 采 用 了

Lovelace, Shapiro 和 Weingart (2001)基于以往关于

团队创新的研究所开发的问卷, 从创新结果的角度

来考察团队创新绩效, 具体从产品的创新性、创意

或点子的数量、总体技术绩效以及对变化的适应能

力方面来测量, 共有 4 个题目。例题包括：“本团队

的工作成果非常具有新颖性”; “团队产生了很多创

意或新点子”。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4。 
情绪劳动。研究采用 Wong 和 Law (2002)所编

制的情绪劳动问卷, 共 5 个题目, 由团队领导报告。

由于在本研究中, 我们用情绪劳动代表团队成员在

工作中需要对外部客户管理情绪以达成积极工作

成果的程度, 因而我们对问卷题目进行了调整。例

题包括：“为了较好地完成团队的工作, 团队成员必

须在与团队外的其他人交流时隐藏自己的真实感 

受”; “为了较好地完成团队的工作, 团队成员必须

在与团队外的其他人交流时隐藏自己的负面情绪

(例如生气和失望)”。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为 0.70。 
团队效能感。团队效能感的测量采用 Guzzo, 

Yost, Campbell 和 Shea (1993)的量表, 共 8 道题目, 
由团队领导报告。例题包括：“我们对自己的团队

充满信心”; “我们的团队完成任务的能力很强”。该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8。 
以上所有测量工具均采用利克特 5 点量表。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表明团队所在组织类

型、团队规模、团队成立时间、团队所处发展阶段

和团队类型可能会影响团队状态、团队过程和团队

有效性(Robbins, 2005)。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团队

所在组织类型、团队规模、团队成立时间、团队所

处发展阶段和团队类型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来

处理, 由团队领导来报告。 

4  数据分析和结果 
表 1 总结了各主要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

相关系数和内部一致性系数。主要采用层级回归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ing, HRM)方法进行

假设检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 1 是以团队效能

感作为因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之上考察各自变

量对其的影响, 发现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效能感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8, p<0.05); 团队情绪氛围与

情绪劳动的交互项对团队效能感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β=−0.44, p<0.01)。模型 2 纳入了本研究的控制

变量：团队所在组织类型、团队规模、团队成立时

间、团队所处发展阶段和团队类型; 模型 3 将自变

量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进行了回归, 发现

自变量对团队创新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模型

4 将调节变量情绪劳动对团队创新绩效进行了回归, 
模型 5 中加入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 在检

验交互效应时, 我们对模型中的各主要变量都进行

了中心化处理, 以减少变量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 
 

表 1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1.团队情绪氛围 3.75 0.54 (0.71)    

2.情绪劳动 3.46 0.73 0.01 (0.70)   

3.团队效能感 4.22 0.60 0.24* 0.35** (0.88)  

4.团队创新绩效 3.81 0.78 0.24* 0.31** 0.61** (0.84) 

注：括号内为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 p<0.05; ** p<0.01; n=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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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假设的多层回归分析 

团队效能感 团队创新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团队人数 0.37* 0.25 0.24 0.24 0.43 0.25 

团队年龄 −0.02 −0.10 −0.10 −0.16 −0.35 −0.23 

团队所处阶段 0.22 0.42** 0.42** 0.47** 0.49** 0.37* 

团队类型 0.15 −0.01 0.00 0.02 0.15 −0.00 

组织类型 0.19 −0.19 −0.20 −0.20 −0.35 −0.31 

团队情绪氛围 0.28*  0.02 0.04 0.06 −0.04 

情绪劳动 0.16   0.18 0.02 −0.04 

团队情绪氛围×情绪劳动 −0.44**    −0.42** −0.26 

团队效能感      0.35* 

ΔR2 0.39 0.34 0.00 0.03 0.12 0.08 

ΔF 2.82* 3.98** 0.02 1.51 8.02** 5.88* 

R2 0.39 0.34 0.34 0.36 0.48 0.56 

F 2.82* 3.98** 3.23* 3.02* 4.15** 4.84** 

注：* p<0.05; ** p<0.01; n=85。 
 
题, 结果发现团队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项对

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42, p<0.01), 假设 1 得

到支持; 最后模型 6 中, 我们加入了中介变量团队

效能感。 
根据 Muller, Judd 和 Yzerbyt (2005)的判断标准

对被中介的调节效应进行判断必须满足以下 3 个条

件：(1)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

变量乘积的回归中, 乘积的系数显著(见模型 5); (2)
中介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

乘积的回归中, 乘积的系数显著(见模型 1); (3)对自

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乘积和中介变

量的回归中, 中介变量的系数显著, 且乘积的系数

不再显著或降低(见模型 6)。如表 2 所示, 在模型 6
中 , 团队效能感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显著

(β=0.35, p<0.05), 该变量进入方程后, 原有的团队

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效应不再显著(β=−0.26, 
n.s.), 因而证明了团队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

作用将会通过团队效能感为中介, 进而影响团队创

新绩效, 假设 2 得到了支持。按照 Cohen, Cohen, 
West 和 Aikenm (2003)推荐的步骤, 绘制了团队情

绪氛围和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模式如图 2 所

示。为了表现调节效应如何被中介, 采用了 Edwards
和 Lamber (2007)的方法分别绘制了总调节效应 , 
间接调节效应图和直接调节效应图(分别见图 2a、

图 2b、图 2c)。总调节效应图展示了不考虑团队效

能感的因素, 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和团队创新绩效的

关系如何随着团队情绪劳动的程度而变化; 间接调

节效应图反映了被团队效能感所中介的调节效应; 
直接调节效应图反映了未能被团队效能感中介而

“剩下”的调节效应程度。调节效应的大小可以通过

检验图中分别代表高情绪劳动与低情绪劳动的两

条直线的夹角来评估, 夹角越大, 调节效应越强。

从图 2 可以看出, 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在低情绪劳动

时比高情绪劳动时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更

强, 支持了假设 1。总调节效应非常显著, 当团队的

情绪劳动比较高时, 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

新绩效有负向的影响, 而当团队的情绪劳动比较低

时, 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绩效有正向的

影响, 部分调节效应被团队效能感所中介。 

5  讨论 

近年来, 随着组织中团队的大量运用, 团队情

绪氛围正成为理解团队有效性过程的新兴视角。尽

管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群体水平汇聚的

情绪及其对团队的影响, 但大多数研究都忽视了团

队中情绪劳动的需求以及团队效能感在其中的作

用, 因而群体水平的情绪影响团队的具体机制仍然

是一个黑箱。目前国内对于情绪的研究仍然大多停

留在个体层面, 在团队和群体层面上, 关于情绪如

何影响团队的研究很少, 还未有研究从团队中的情

绪维度探讨对团队创新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基于 85
个团队的团队领导和 475 名团队成员的配对数据, 
对团队情绪氛围、情绪劳动及团队效能感如何影响

团队创新绩效, 进行了模型构建与相应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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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团队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交互影响团队创新绩效 
 
本研究提出的两个假设得到了支持。结果发现：团

队积极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团队

情绪劳动的调节作用, 当情绪劳动较高时, 团队积

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绩效有负向的影响, 而当

情绪劳动较低时, 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

绩效有正向的影响; 团队积极情绪氛围能促进团队

效能感; 团队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以团

队效能感为中介进而影响团队创新绩效。下面将展

开较详细的讨论。 
5.1  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的影响机制 

尽管许多学者都认为快乐能够导致成功, 快乐

员工即为高效员工(Fredrickson, 2001; 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05), 积 极 情 绪 能 够 促 进 创 新

(Grawitch et al., 2003), 但以往的研究多在个体层

面, 在团队水平上很少有研究来对此进行验证。此

外, 关于个体层面上情绪与创造力的关系, 研究结

果也存在矛盾, 例如 Grawitch 等(2003)的研究认为

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能触发更多的创造性反应, 但

是 Gasper (2003)的结论刚好相反, 认为消极情绪比

积极情绪更能促进人的创造性表现。George 和 Zhou 
(2002)也发现消极情绪在一定的情境条件下会促进

创造力。本研究在团队层面上从团队情绪氛围的角

度发现团队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的影响作用是

权变的, 依赖于团队任务中的情绪劳动水平。这一

研究发现对于团队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的关系具

有重要的启示。Muller 等人(2005)认为, 探索中介

效应有助于了解关系形成的过程及其干预机制, 而

探索调节变量的意义在于明晰该影响过程的情境

效应。本研究结合了团队情绪劳动的调节作用和

团队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揭示了团队情绪氛围是如

何影响团队创新绩效。因而, 本研究对于更深刻地

理解团队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之间的黑箱具有重

要贡献 , 从情绪的角度揭示了如何促进团队创新

的问题。 
正如我们所假设的, 结合展示情绪劳动的调节

作用的交互图可以看出团队工作中所需要的情绪

劳动程度削弱了团队积极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绩

效之间的关系, 而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在低情绪劳动

的工作中比高情绪劳动的工作中对于团队创新绩

效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 这正好证明了 Brotheridge
和 Lee (2003)提出的情绪劳动对员工的资源攫取效

果(resource draining effects)。这也意味着团队积极

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尤

其是当情绪劳动在工作中的需求增高的时候。员工

在团队中的情绪交换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与团队成

员之间的情绪交换(团队情绪氛围的内容), 另一类

是与外部如顾客之间的情绪交换(情绪劳动所要求

的)。因而, 当团队工作中的情绪劳动要求较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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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主要进行与外部顾客、客户等之间的情绪交换, 
团队创新绩效更多取决于员工与顾客之间的情绪

交换和表现, 而不是团队的情绪氛围, 情绪氛围对

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比较小。但当工作中所要求的

情绪劳动较低时, 主要是团队成员之间的情绪交换, 
这也正是团队情绪氛围所关注的内容, 因而团队积

极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影响。我们

的研究揭示, 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在低强度的情绪劳

动的工作情境中有最强的作用, 这一发现支持了培

育团队积极情绪氛围的重要作用。 
从交互图中也可以看出, 当团队工作的情绪劳

动程度较高时, 团队低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

绩效反而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的。我们认为可能的解释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第一, 
由于团队情绪氛围是一种内部的情绪交换, 团队成

员在团队积极情绪氛围较弱时寻求满意的方式可

能是集中于对外的积极情绪交换, 而高情绪劳动的

工作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因而, 并不是低积极情绪

氛围对于高情绪劳动情境中的员工是有利的, 而只

是这样的情境激发了员工自发的应对机制, 集中于

创造积极的外部情绪交换, 表现为高创新绩效。第

二, Field 和 Harris (1991)以及 McCall, Lombardo 和 
Morrison (1988)认为工作中的困难赋予员工重要的

学习机会。高强度的情绪劳动也是工作中的一种困

难情境, 团队成员为了完成高情绪劳动的工作, 需

要持续的意志努力 , 必然伴随较多的身心能量付

出。员工如果处于长时间、高强度情绪劳动中, 且

其身心能量得不到及时补充或修复, 会导致情感冷

漠 、 情 绪 衰 竭 等 身 心 病 症 的 产 生 (Brotheridge & 
Grandey, 2002; Hochschild, 1983)。另一方面, 高情

绪劳动作为一种工作困境能激励团队成员努力创

新来改变这样的情境(Snell, 1990)。因而, 高强度情

绪劳动的工作同样也能给团队成员提供一个改变

和学习的机会来提高团队创新。 
以往的研究发现团队效能感与团队结果变量

之间的关系不如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与个体绩效之

间的关系稳固(Lee & Farh, 2004)。本研究在中国文

化背景下探索了团队效能感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

的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 我们的研

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Gibson (1999)的研究发现, 即

团队效能感是一个重要的构念, 特别是在更加集体

主义文化的团队中。我们的研究还发现, 团队积极

情绪氛围是团队效能感的一种重要的来源, 因而对

于 团 队 效 能 感 来 源 的 理 论 有 积 极 的 贡 献 。 根 据

Bandura (1997)和 Whyte (1998)的理论, 团队效能

感可能来源于情绪唤醒,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团队积

极情绪氛围作为团队中的积极情绪唤醒对于团队

效能感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同样发现团队情绪氛

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将会通过团队效能感为

中介, 进而影响团队创新。这一发现证实了团队情

绪氛围、情绪劳动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

不是直接的 , 而是通过团队效能感进而影响团队

创新绩效 , 进一步证明了团队效能感在团队中的

重要作用。 
5.2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五点。 
首先,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群体

水平情绪的证据, 丰富了现有大多集中在西方的对

于团队层面的情绪研究(Elfenbein & Shirako, 2006), 
为团队水平的情绪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深化了团

队情绪氛围的研究 , 拓宽了组织情绪的研究领域 , 
特别是推进和丰富了组织情绪在团队层面上的研

究。本研究也推动了我国与西方前沿关于工作场所

中的情绪研究接轨, 为我国开拓本土的情绪理论积

累了更多证据, 启发未来中西方关于团队层面情绪

的对比研究, 有助于形成中国本土的组织中的情绪

管理理论。第二, 本研究填补了以往情绪研究的空

白, 考察了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

制, 探索了在影响过程中情绪劳动的调节作用, 以

及团队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这些努力对于更深刻地

理解团队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黑箱形

成了积极贡献。第三, 如今尽管对于团队创新的研

究日益丰富, 但仍很缺乏从团队中的情绪维度来考

虑解决如何提高团队创新这一问题, 对于情绪与创

造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个体层面。本研

究从团队情绪氛围和情绪劳动的角度为我们理解

团队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丰富了现有团队

创新的研究。第四, 本研究考察并发现了团队情绪

氛围和情绪劳动是团队中两种情绪交换的方式, 因

而对于团队情绪动力学的研究有积极的贡献。团队

情绪氛围是向内的团队成员之间的情绪交换; 而情

绪劳动则是向外的, 与顾客和客户等团队外人员之

间的情绪交换。这两种情绪交换关系在团队运作过

程中, 互相影响, 共同作用于团队创新绩效。高强

度的情绪劳动工作(高外部情绪交换)具有情绪资源

攫取的效果, 削弱了团队积极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

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 当团队工作的情绪劳动程度

较高时, 团队较弱的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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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更强的促进作用。第五, 本研究揭示了积极的

团队情绪氛围是团队效能感的重要来源, 团队效能

感在团队情绪氛围、情绪劳动以及团队创新绩效的

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5.3  管理启示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团队情绪氛围是一项重要

的管理工具, 对于团队和团队成员具有重要的影响

作用, 也为如何提高团队的创新绩效提供了新的思

路。首先, 由于情绪对于团队非常重要(Elfenbein & 
Shirako, 2006), 团队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具有重

要作用, 管理者需要处理好组织中的情绪及与之相

关的行为, 尤其应该重视团队中的情绪氛围。管理

者应对团队中团队成员的情感需求以及团队成员

之间的情绪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 同时也应该关注

工作中所需要的情绪劳动的要求。组织应该加强对

团队领导和团队成员关于团队中情绪管理、情绪劳

动和团队情绪氛围方面的培训。其次, 团队领导应

该在团队中注重塑造积极的团队情绪氛围以促进

团队创新。本研究发现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

情绪资源的建设和团队效能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而团队领导应该在团队中向员工逐渐灌输一种

积极情绪, 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热情, 鼓励团队士

气和营造团队和谐人际关系, 来建设更加和谐和积

极的团队情绪氛围以促进团队创新和团队情绪恢

复。尤其是对于团队任务中对情绪劳动要求较高的

团队 , 更应该注重营造和维护积极的团队情绪氛

围。由于我们的研究发现情绪劳动在团队中具有情

绪资源攫取效果, 会削弱积极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

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团队消极的情绪氛围中, 团队

成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应对外部顾客, 他们可

能采取表面扮演、深层扮演等情绪劳动的策略机制

来完成工作的情绪劳动的要求, 消耗了他们更多的

情绪资源。然而在团队积极的情绪氛围中, 在情绪

传染的作用下, 积极的团队情绪氛围会使成员感受

到团队所具有的积极情绪, 团队成员只需要付出较

少的努力, 采用真实情感流露的情绪劳动策略就能

完成工作中情绪劳动的要求, 并且还可能将这样的

积极情绪传染给外部顾客和客户, 促进与他们形成

积极和谐的氛围, 有利于促进团队创新绩效。因而, 
在高情绪劳动的工作中, 团队领导和成员应该主动

维护团队的积极情绪氛围, 当觉察到团队的情绪氛

围转化为消极时, 应该及时采取措施来处理消极情

绪氛围, 减轻其对团队成员的消极影响, 努力将情

绪氛围转化为积极和谐。 

5.4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本研究不可避免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有待未来

的研究进一步探索： 
第一, 本研究采用的是同一时间点收集的横断

面 (cross-sectional)数 据 , 难 于 揭示 变量 之 间的 因

果关系 , 在未来的研究中 , 应采取纵向研究或实

验研究的方法深入挖掘本研究涉及到的研究变量

的关系。 
第二, 由于本研究中的团队来自于不同的组织

和不同的团队类型, 团队工作内容的差异使我们无

法用客观的创新绩效指标衡量团队创新绩效, 因此

团队创新绩效的评价采用团队领导主观评价的方

法,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采取客观的团队创新绩效

指标。另外, 我们也仅仅选取了团队创新绩效作为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 我们同样期望在未来的研究中

跨层次探索团队情绪氛围对于团队成员个体创新

绩效的影响机制。 
第三, 本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索团队情绪

氛围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 丰富了现有

大多集中在西方的对于团队层面情绪的研究, 未来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本研究结果的文化差异, 进一

步考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

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的差异。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

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 因此, 在个人主义文化的国

家对本研究进行复制和验证是很有意义的。Gibson 
(1999)发现, 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团队成员的团队效

能感与实际的团队有效性的联系更加紧密, 而当团

队的集体主义文化程度较低时, 团队效能感与团队

有效性的关系并不显著。同时由于在集体主义文化

中, 人们往往采取相互依赖的自我概念, 个人的动

机和行为往往受到组织和集体利益的驱使, 更强调

社会责任和社会规范, 情绪不像在个人主义文化中

那 样 构 成 个 体 行 为 的 主 要 动 力 源 (Mesquita & 
Walker, 2003)。因而与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团队相比, 
我们预期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团队效能感与团队

创新绩效的关系可能会更弱, 而团队情绪氛围与团

队创新绩效的关系可能会更强更显著。本研究的发

现是否可以类推到西方文化中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第四 , 本研究中团队效能感由团队领导评价 , 

这是由于如果团队成员来对团队效能感进行一致

评价, 由于社会影响过程可能会使团队成员之间对

于团队效能感认识的差异模糊 , 因而是有问题的

(Seijts, Latham, & Whyte, 2000)。但在本研究中情绪

劳动、团队效能感和团队创新绩效都来自领导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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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这可能会造成数据的同源误差, 由于共同方法

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而夸大变量之间的

相互关系(Podsakoff & Organ, 1986)。根据 Podsakoff
和 Organ (1986)的建议, 可以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

测试(Harman’s one-factor test)来进行检验, 如果共

同方法变异存在, 从所有我们所关心的题目的因子

分析中提取出来的第一个未被旋转的因子, 应该解

释了大部分的总体变异。我们对于情绪劳动、团队

效能感和团队创新绩效的题目的因子分析结果表

明, 正如我们理论构想的那样, 三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出现, 分别代表情绪劳动、团队效能感和团

队创新绩效, 并没有一个因子能够解释变异的大多

数 , 第一个未被旋转的因子只解释了总体变异的

22.85%, 小于 Williams, Cote 和 Buckley (1989)所建

议的 25%, 这又说明在本研究中共同方法的消极影

响是很有限的。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让团队领导

和团队成员同时评价团队效能感, 比较团队成员对

于团队效能感评价的汇聚结果与领导评价的团队

效能感在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过程

中作用的差异, 有助于更充分地了解团队效能感及

其在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的

作用。 

6  结论 

本研究基于 85 个团队的团队领导和 475 名团

队成员的配对数据, 检验了团队情绪氛围、情绪劳

动及团队效能感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模型。本

研究阐明了团队成员的两种类型的情绪交换—— 
团队情绪氛围作为团队内部的情绪交换, 而情绪劳

动作为团队成员对外的情绪交换。高强度的情绪劳

动工作(高外部情绪交换)具有情绪资源攫取的效果, 
削弱了团队积极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

关系。当团队工作的情绪劳动程度较高时, 团队较

低的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反而有更强的促

进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团队成员应对低积极情绪氛

围(团队内部较弱的积极情绪交换)的方式是集中于

创造外部的积极情绪交换, 而这正是高情绪劳动的

情境所能提供和回报的; 另一方面, 高情绪劳动的

工作能提供给团队成员学习和改变的机会来促进

团队创新。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团队内部的积极情

绪交换)对于团队效能感有促进作用。团队情绪氛

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以团队效能感为完全中

介进而影响团队创新绩效。本研究发现从团队情绪

的角度为我们理解团队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

角, 揭示了团队和情绪研究的一个崭新的、富有价

值的研究脉络 , 并值得后续研究投入力量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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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otional aspect of team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group/team literature in the West. 

However, very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issue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eam 
emotional climate, emotional labor, and team efficacy on team innovation, especiall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m emotional labor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oup effica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emotional 
climate and team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team emotional climate and team emotional labor are conceptualized as contrasting types of 
team emotional exchanges. We define the former as within-team member directed emotional exchange and the 
latter as the outward directed emotional exchange required to enact one’s job role. We argue that team emotional 
labor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and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is stronger in lower than higher team emotional labor contexts. In addition,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m emotional climate and team emotional labor on team innovation is 
mediated by team efficacy.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85 team leaders and 475 team members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average 
team size was 5.29 (SD = 2.46) with a minimum of three and a maximum of 16 members per team. Results of 
analyzing the matched sample showed that team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promotes team efficacy. Emotional 
labor has resource draining effects and weak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and 
team innovation. When emotional labor is high, even a team, which possesses low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eam innovation. In contrast, when emotional labor is low, team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eam innovation.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interactional effect of team emotional 
climate and emotional labor on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fully mediated by team efficacy.  

This study offers five major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xamines the specific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eam-level convergence of emotions influences team innovation by investigat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m 
emotional labor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am efficacy in the relationship. Second, it expand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which is dominated by studies based on Western cultures by providing evidence of team-level emotion 
in China. Third, it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team emotional climate and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team 
innovation from the emotional aspect of teams. Fourth, it identifies and examines team emotional climate and 
team emotional labor as two types of emotional exchange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research on team emotional 
dynamics. Finally, our study identifies positive team emotional climate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eam efficacy,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emotional climate, team emotional labor and 
team innovation. 
Key words  team emotional climate; emotional labor; team efficacy; team innovation 


